
－１０２　　 －

【学术论文】

同光朝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考述
刘甲良　马学良

摘　要：官书局是清中后期重要的地方官府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文化传播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同光时期金陵、淮南、浙江、崇文、江苏五大地方官书局联合刊刻 《二

十四史》是晚清官书局的重要出版活动，本文在揭示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历史背景、

刻书缘起、各局之间具体分工的基础上，分析了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版本特征及其成

因，总结了其历史意义。

关键词：清末　官书局　官书局刻书　二十四史　崇文书局

“十三经”及其注疏、“二十四史”是中国古籍的主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对

于正经、正史的校勘整理、传抄雕印，从来都是文化上的大事。清同光时期由金陵、淮南、浙江、

崇文、江苏五大地方官书局联合刊刻 《二十四史》，即是清代地方官府刻书的绝唱之作，也是清代

雕版印刷史上的大事，对 《二十四史》在晚清民国间的流传与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事，已有张宗友、吴瑞秀、吴家驹、江凌、邓文峰、马志立等多位

文献学、出版史领域的学者论及①，但是迄今尚未见全面系统的梳理。今年适逢参与此事并最终承

担全部书版管理与刷印任务的湖北崇文书局设局１５０周年，故在各家研究基础上，通过梳理晚清五

大官书局联合刊刻 《二十四史》这一盛举的前后原委，彰明其在出版史、版本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同时也是对崇文书局的纪念。

一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背景

清代的出版业，前承宋、元、明三代刻书余绪，同时不断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开创了中国古代

出版史上最为辉煌的局面。清代前、中期，官府刻书以内府武英殿刻书最为卓著，清中期以后武英

殿刻书渐趋式微，各地官书局刊书之风蔚然而起，这些官书局刊印了大量经史图籍，其中，江南五

局联合刊刻 《二十四史》这样一大套图书，绝非偶然为之，而是其所处特殊时代背景的必然产物。

（一）中央刻书出版活动衰落

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但在雕版印刷事业上却登上了历史顶峰。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社会相

对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统治者一方面为了昭示 “稽古右文，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另一方

面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大兴刻书之风，并构筑了从中央到地方全方位、立体化的官府刻书体

系。除了武英殿刻书，中央刻书机构还有中央各部院刻书，如户部、礼部、国子监、钦天监等机构

的刻书。其中，中央刻书以内府刻书为主，而内府刻书主要集中于武英殿修书处，故清内府本又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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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被称作 “殿本”。清代内府刻书出于政治统治与思想钳制需要，刊刻了大量儒家经典、敕纂修图

书和御制、御纂图书。据 《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著录，清代内府刻书多达１３１０种②，无论是从

刻书数量，还是刻书覆盖范围，清代内府所刻之书都远超宋、元、明三代中央官府刻书。中央官府

刻书的兴盛，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宣扬维护封建统治思想，但是客观上也丰富了图书出版的种类，为

天下士子读书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西方列强入侵，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积贫积弱的清廷再无昔日雄

厚的财力用以刻书。尤其是嘉庆朝以后，中央刻书步入渐消渐亡的衰败期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

央刻书在文化事业上力不从心，急需地方官府形成补充力量，这是晚清官书局兴起且刻书活动频繁

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恢复封建文化秩序提出对图书的现实需求

清中期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动荡与变革并存的时期。尤其是天平天国农民起义，因为披着拜

上帝教的外衣，对传统文化予以排斥，将传统典籍冠以 “妖书妖说”一概予以焚毁，甚至出现了
“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惨烈局面，导致大量民间藏书被破坏焚烧，公私典藏几尽

毁于战火，其中尤以江南地区图籍损毁最为严重。祝文白在 《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

说：“太平天国之乱，江浙两省，如苏、松、常、镇、扬、杭、嘉、湖、宁、绍等旧府署，先后沦

陷。所有东南藏书，如常熟毛氏汲古阁、鄞县范氏天一阁、昆山徐氏传是楼、桐乡鲍氏知不足斋、

阳湖孙氏平津馆、海宁吴氏拜经楼，多有散失，尤以天一阁为甚。”④

清末藏书家国英也曾记载当时的社会情形道：“时值发、捻、回各逆滋扰半天下，版籍多毁于

火，书价大昂，藏书家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无书可读。”⑤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以胡林翼、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以及马新贻、李瀚章等为首的一批主

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意识到农民起义不但给地方政治、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对社会风气造成了

极坏的影响，人心不古，风俗败坏，因此，欲重建封建王朝社会统治，恢复封建文化秩序，首要任

务就是要敬教劝学，讲明正学，“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⑥，培育具备传统道统意识的封建

人才。而培育人才首要任务在于刊刻经史图籍，让读书人有书可读，以获 “经正民兴”“经史赖以

不坠”之功。一时间各地方官书局纷纷把儒家经典和史部要籍列为重点刊刻对象。

在上述两重历史背景下，地方官书局的刻书事业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二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缘起与过程

（一）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之前的官刻正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历史典籍极为丰富。正史之名，始见于 《隋书·经籍志》：“世

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古代正史总称，其形成是一个逐渐的过

程。魏晋时期有 “三史”之称，即指 《史记》 《汉书》 《东观汉记》； 《隋书·经籍志》以 《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 “四史”，后人又称之为 “前四史”； 《旧唐书·经籍志》又增列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 《周书》以及 《隋书》，合为 “十三

史”；至宋朝，又加上 《南史》《北史》 《新唐书》 《新五代史》，称为 “十七史”；明代复增以 《宋

史》《辽史》《金史》《元史》，总为 “二十一史”；清乾隆年间修成 《明史》，又增 《旧唐书》《旧五

代史》，终成 “二十四史”之名。

在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之前，官方与私家对正史的刊刻自宋迄清绵延不绝，主要有宋代的
《眉山七史》本，元九路儒学所刻 《十七史》⑦，明代南、北国子监本 《二十一史》和汲古阁毛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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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史》，清武英殿本 《二十四史》。

（二）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组织过程与分工

清中期以后，各省纷纷创设书局，而各省督抚又彼此熟悉，互有往来。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年）正

月，浙江书局总办俞樾向浙江巡抚李瀚章⑧提出联合各书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计划：“前得书局同

人书，知 《周官》业已告成，想今年 《七经》可毕矣。金陵拟接刊 《三国志》，苏局谋开雕 《明

史》。吾浙 《七经》毕工后，未知刊刻何书，已有定见否？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 《十

三经注疏》刊行，经经纬史，各成巨观，洵士林之幸也。率尔布及，未知尊意有当否？”⑨

在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之前，江南各书局已经开始了经史的刊刻工作，俞樾在各书局均有刊

刻正史计划而又未形成定局前提出了联合各书局分工完成一部 “全史”的宏大计划。这一计划很快

得到了李瀚章的支持，落实方案也渐趋明朗。同年春，俞樾给其兄俞林的信中说：“今春李筱泉中

丞谋合各省会书局刻 《二十四史》，属弟商之江南督抚。因先与丁禹翁⑩商量，许刻 《辽》 《金》

《明》三史；嗣于三月中得马榖翁瑏瑡回书，金陵书局从 《史》《汉》起，直任至 《隋书》而止。遂携

书与筱翁面议，浙江刻新、旧 《唐书》及 《宋史》，而以两 《五代》及 《元史》请少荃瑏瑢伯相于湖北

刻之。三四年后，全史告成，一巨观也。”瑏瑣

可见，此事发起时是由江苏、金陵、浙江、崇文四个书局分任刊刻任务。

当俞樾将拟请江苏书局刊刻 《辽》《金》《明》三史的想法与丁日昌沟通时，丁日昌起初并不想

参与此事，在俞樾的劝说下，才答应分担这三部书的刊刻任务。 “李筱荃中丞书谋合江宁、苏州、

杭州三书局合刻 《二十四史》，属余谋之江南诸当事，……以告苏抚丁雨生中丞。中丞稍难之曰：

‘苏局已刻 《资治通鉴》，应敏斋廉访又购得毕氏 《续通鉴》，版归局中，则自明以前事迹具矣！吾

再刻一 《明史》，而三千年往事灿然在目，何事 《二十四史》为？’余曰： ‘固也。然公并 《明史》

不刻则已耳，既刻 《明史》，则一大部也，何不更刻一二种，以成此美举乎？’中丞首肯，乃以刻
《辽》《金》《明》三史自任。”瑏瑤

俞樾与李鸿章商议由湖北书局刊刻 《五代史》和 《元史》之事时，李却一心想刻 《明史》，而

不愿承接 《元史》，这样就出现了两局争刻一史的局面。俞樾只好再次写信给丁日昌：“昨在吴平斋

观察处见陈稽亭瑏瑥先生 《明纪》一书，共六十卷，起自洪武，讫于福王、唐王、桂王，仿温公 《通

鉴》之例，首尾完全，详略有法，颇擅史才。尊议欲刻 《明史》，补毕氏 《通鉴》所未及，使学者

不必读 《二十四史》而数千年事犁然大备，此意甚盛。但 《明史》与 《通鉴》体非一律，若刻陈氏

此书，则与 《通鉴》体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于 《二十四史》外别张一帜。且向来并无刻本，为

海内所未见之书。若及此时付之梨枣，会见不胫而走，传播艺林，未始非吾局之光也。”瑏瑦

俞樾站在江苏书局的立场上，通过设身处地地为丁日昌分析，最终使丁氏接受了放弃 《明史》、

改印 《元史》的建议。至此，四局合刻 《二十四史》之事终于议定。

四局达成合刻意向后不久，两江总督马新贻意识到由金陵书局独任十五史，任务过重，于是提

出最好能由其他书局分担一二种。同治八年四月，俞樾给李瀚章的信札曾谈及此事： “越中之行，

于月初返棹。连日霖雨，未克趋奉教言，怅甚。昨得马榖翁书，言自晋至隋，尚有八百余卷，不拘

何局，剞劂先成，请分刻一二种，以冀早日毕工。此意闻已函达台端，将来自可通融，此时亦无庸

预计也。少荃前辈有信来否？刻史之举，以为如何？”瑏瑧

最后，经过沟通，淮南书局分担了金陵书局承担的 《隋书》。“九年，署运史庞际云请于盐政马

端敏公，分刊江宁书局 《隋书》。惟最初金陵书局所任刊印之 《十五史》，于同治九年，分其 《隋

书》给与其相辅翼之淮南书局，则最后 《二十四史》实分由五所书局刻印而成。”瑏瑨

这样，晚清最后一次由官府主持的大规模刊刻正史活动就由四局合刻最终变成了五局合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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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分工详如下表：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详表

书　局 书　名 成书时间 依据版本 册数

金陵书局

（１４种）

史记 同治五年至九年 汲古阁本

汉书 同治八年 汲古阁本

后汉书 同治八年 汲古阁本

三国志 同治九年 汲古阁本

晋书 同治十年 汲古阁本

宋书 同治十一年 汲古阁本

南齐书 同治十二年 汲古阁本

梁书 同治十三年 汲古阁本

陈书 同治十一年 汲古阁本

魏书 同治十一年 汲古阁本

北齐书 同治十三年 汲古阁本

周书 同治十三年 汲古阁本

南史 同治十一年 汲古阁本

北史 同治十一年 汲古阁本

１６册

３２册

８册

２０册

１６册

４册

４册

４册

２０册

６册

６册

３２册

淮南书局

（１种）
隋书 同治十年 汲古阁本 １２册

浙江书局

（３种）

旧唐书 同治十一年 江都岑氏戄盈斋本 ４０册

新唐书 同治十二年 汲古阁本 ４０册

宋史 光绪元年 武英殿本 １００册

崇文书局

（３种）

旧五代史 同治十一年 武英殿本 １６册

新五代史 同治十一年 汲古阁本 ８册

明史 光绪三年 武英殿本 ８０册

江苏书局

（３种）

辽史 同治十二年 武英殿本 １２册

金史 同治十三年 武英殿本 ２０册

元史 同治十三年 武英殿本 ４０册

（三）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过程管理

俞樾不但在发动各局合刻的计划之初积极斡旋，并最终促成此事，而且对参与此事的各官书局

刻书动态也极为关注，并不时借机推动，可谓尽心竭力。同治九年五月，俞樾大病初愈，就立即给

李瀚章写信，表达了对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进展情况的关切之情：“樾于五月十九日还吴下寓庐，

廿二日即患大病，卧床月余，至今尚未能出房，每日在房中扶杖而行。《礼》云 ‘五十杖于家’，洵

不虚矣。拙刻六种，遇便当寄呈清政。鄂局所刻 《国语》及 《经典释文》甚佳，便中寄惠各一部为

感。浙局见刻 《通鉴辑览》，杨石翁云，俟毕工后再刻 《唐书》《宋史》。苏局见刻 《明纪》，所派各

史，亦俟毕工再刻。而丁雨翁又有津门之行，未知如何。伏思会刻全史之议发自台端，未知何日观

同光朝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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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副嘉惠后学之盛心耳。”瑏瑩

同治九年正月，俞樾再次致函李瀚章云：“浙局刻 《旧唐书》之举，台旌行后，想必仍如前议

也。鄂局得大君子主持，妙甚矣。”瑐瑠

正是由于有俞樾的积极谋划、适时推动，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才得以顺利完成。

（四）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板片管理与汇印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自同治八年动议，至光绪三年 （１８７８年）完成，前后历时８年，完成了

全部２４部正史的刊刻任务。工程竣工后，全部书板运往湖北，由崇文书局汇印后分销全国各地瑐瑡。

这就是中国出版史上有名的 “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世人亦称局本 《二十四史》。

至于五局合刻之书为何会最后汇集于承担刻书任务并不算多的崇文书局，光绪四年云南巡抚杜

瑞联在其 《滇省拟设局刊书疏》中称：“稔知鄂省设局最久，刊书较多。其地水陆交冲，四通八达，

故各省寄存善本卷帙尤为浩繁。”瑐瑢可见崇文书局所在的武昌地处水陆交通要塞，地理位置四通八达，

便于图书销售和流通是决定最后由其来承担板片管理与汇印任务的根本原因。

（五）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流通与营销

法国学者马尔坦说：“书籍史总归是构成传播与交流史的一个侧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图书的

书写、出版本身就是为了满足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图书出版后，书籍的商

业化出版也就随之诞生了。明清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图书的商业化出版也逐渐兴盛起来。

作为地方官方专门的图书出版机构，虽然晚清官书局刻书并不以射利为首要目的，商业色彩相

对单薄。但是为了收回出版成本，并尽量扩大所出版图书的影响力，晚清官书局与其他出版机构一

样参与激烈的书业竞争，想尽办法不断拓展图书的销售渠道。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除了由湖北崇

文书局汇印之后在本地批量发售外，还与其他地方官书局建立图书代销业务，以扩大局本 《二十四

史》的发售范围，如直隶通志编纂局、山东皇华馆均曾代售该书。

三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版本特征及其成因

（一）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版式特征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既为统一行动，自当要求开本、版式、行款、字体等外观特征方面统一

标准，以保证风格统一。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马新贻，《袖中书》收录了马新贻信札两通，其一

称 “此间校刊具照汲古阁本，苏、浙局中亦能仿照，则将来全史一律，庶成巨观”瑐瑣，可知在刻书倡

议阶段，马氏就已提出各局在刊刻过程中应注意保持版式划一。俞樾在复信中表示赞同：“尊意全

史格式宜求一律，请将金陵新刻前、后 《汉书》样本寄一二本来，俾各局知所守法，幸甚。”瑐瑤

因此，五局合刻本 《二十四史》在版本特征上基本保持了一致，除崇文书局承担的 《旧五代

史》《新五代史》 《明史》为四周双边外，其余各史均为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每半叶１２行，

每行２５字；全史均采用字体扁宽、横细竖粗的毛氏汲古阁体；卷端内页均有一长方形双行刻书牌

记，如 《汉书》《后汉书》内页有 “光绪丁亥季冬／金陵书局重刊”牌记，《隋书》内页有 “同治辛

未四月／淮南书局刊成”牌记，《旧五代史》内页有 “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雕”，《明史》内

页有 “光绪三年三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辽史》内页有 “同治癸酉九月／江苏书局刊版”。

（二）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字体特征

第一，五局合刻本 《二十四史》使用的是毛晋汲古阁刻书惯用的字体，这种字体的直观特征是

字体扁方，横细竖粗，所刻之书用墨较黑，后人多以为并不美观。但是这在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

中却是有意为之的。其首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次翻刻所采用的底本大多是使用的毛氏汲古阁本，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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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上文所列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详表”即可看出。

第二，当时参与其事的人认为这种字体 “结体方整”，用这种字体刻出的书版不但结实耐用，

且因循汲古阁风格，代表着 “版刻之精”。曾国藩在 《致周缦云》书札中说：“前此面商前、后 《汉

书》每卷之末一叶刻一戳记云：‘金陵书仿汲古阁式刻’。昨见局板尚未添刻，请即饬令以后各卷皆

需增刻，以前各卷可补者补之，不可补者听之。仆常论版刻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

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并在画中见之；粗，则耐

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想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

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即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常执此四端与

工匠讲求，殷勤训奖，严切董戒，甚至朴责议罚，具不可少，自然渐有长进。”瑐瑥

俞樾在收到马新贻所赠前、后 《汉书》样书后，认为这种字体工整，格式大方，于是建议各局

以后所刻诸史统一采用这一字体。

第三，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采用这种字体也是出于降低刻书成本考虑，使普通读书人能够接

受所刻图书的价格。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动荡初定后南方士子无书可

读的社会现实，因而所刻之书主要是满足社会需求，振兴文教，造就人才，图书造价不宜过昂。而

这种字体结构紧密，还有利于使版式更为紧凑。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照汲古阁本刊刻，全部仅为

５３６册，比武英殿版减少了将近２００册，从而大大降低了刻书与印刷成本。所以五局合刻本 《二十

四史》仅售百余金，远远比殿版的数百金便宜。

四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的价值与意义

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作为晚清地方官府自觉组织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迄今已有近１５０年

的历史。由于时间距离尚不算久远，五局合刻本 《二十四史》尚未引起版本学界的特别重视，但是

五局合刻本 《二十四史》价值却不能因此被忽略。

一方面，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为满足当时社会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五大书局发起合刻 《二

十四史》的目的在于满足当时读书人的基本需求，振兴文教。书成之后也确实因为校勘精审、定价

合理、易于获取等因素，在当时受到了社会上读书人的普遍欢迎。柳诒征 《国学书局本末》称：

“当时京朝大官索局刻书者纷起。盖以其校刊之精突，过殿本也。”瑐瑦诚如朱士嘉在 《官书局书目汇

编》序言中评价当时官书局刻书所言：它确是一位传布文化、普及教育的无名英雄，少数珍藏秘

笈，经它一来，便可人手一册，通常 “洛阳纸贵”的，经它一来，便 “价均从廉”了。

也正因为质优价廉，五局合刻本一经问世便迅速占有了当时的市场，成为士子们争相购阅的基

本典籍，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 “书荒”困境。今天的古籍收藏单位，大都藏有五局合刻 《二十

四史》，古籍流通市场上也常常能够见到其身影，足可窥见其发行量之大。五局合刻本 《二十四史》

大面积的流布传播，也为弘扬传统文化、普及正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对整理保存文献具有重要意义。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在刊

印之前不但慎重选择底本，参与各局还均对各自承担的部分进行了校勘工作。如金陵书局所刻 《史

记》《汉书》《三国志》等为著名学者张文虎所校，《史记》《晋书》《南齐书》则为唐仁寿所校，其

中 《汉书》由刘毓崧亲纂凡例，详细开列对校、本校、他校诸书，网罗前人成果极尽所能；淮南书

局虽为五局中承担任务最少，仍不肯放松要求，聘请薛寿、凌兆熊、唐人鉴、赵煜等分任校勘工

作，且书后附有薛寿 《隋书考异》。这些参与校勘的人员均是当时硕学俊彦，校书态度极为认真，

从而保证了这次合刻 《二十四史》的质量，无怪乎柳诒征认为它甚至超越了武英殿本。五局合刻本

同光朝五局合刻 《二十四史》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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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价廉，在社会上普及程度很高，俨然成为与武英殿本并行于世的另一大版本系统，直至民国间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百衲本 《二十四史》问世之后，五局合刻本才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但是，当时五局合刊 《二十四史》所做的校勘整理工作不但没有被学术界遗忘，而且始终被文

史工作者作为重要参考资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华书局组织标点本 《二十四史》，其中 《晋书》的工

作底本选用的就是五局合刻本，其他各史的点校工作也均以五局合刻本作为重要参校本。２００７年，

中华书局牵头承担的国家出版项目 “点校本 ‘二十四史’及 《清史稿》修订工作”正式启动，其中
《史记》《汉书》均以五局合刻本作为底本。这两项文化工程虽然仅是个例，但是学术界对五局合刻

本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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